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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域差距 

及驱动因素 

冯月 刘志彪
1
 

【摘 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重要社会经济问题。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县城市为

样本，结合重心模型、不一致指数及不均衡指数，对人口与经济的非均衡格局演变进行研究。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

(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区域差距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1）人口与经

济重心波动范围较小，重心演变主要以成都、重庆“双核”竞合态势为基准，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2）人口与经

济不一致指数分布呈“中心-外围”环状格局。以成都、重庆为核心区，不一致指数最低，向外呈现圈层递增态势；

（3）随着物质资本、基础设施和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区域差距有所缓解；劳动力与第二产业是影响区域差距的主

要因素，也是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体现。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牢固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缓解行政区经济约束，促

进人口与经济流动；发挥中心的城市带动作用，因地制宜制定产业政策，构建以双核为中心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格局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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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成渝地区是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也是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地区经济发展“双核”

结构显著，生产要素主要集中在成都与重庆两个超大城市，呈现“大城市、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特征，是我国

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缩影。已有研究认为，人口与经济的非均衡分布是区域差距的直接表现：人口与经济的空间不匹配程度越高，

地区发展差异越大。[1]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引导人

口、经济等生产要素合理分布，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缓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应有之义。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即将发布之际，探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经济空间演变及其驱动因素，有利于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下，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释放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充分利用好广袤西部地区的市场和资源。 

区域差距一直是经济社会领域的核心议题，相关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与经济分布的研究。已有研究发现，经济要素高度集聚在中心城市、都市圈，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不一致是世

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地理现象，也是区域发展长期面临的世界难题。[1]通常认为，适度的区域差距是经济增长的正常现象，有

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然而，过度的区域差距会激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削弱国家整体的凝聚力。[2]从我国情况来看，城乡

差距与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地方政府主导的行政区经济导致市场分割，人口、经济等要素流动受阻，是区域差距的重要原因。[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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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口、经济空间集散格局明显，中心城市与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要素分布具有典型的区

域差异。[1][5][6]大量文献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对于人口分布的研究，以胡焕庸线①最为著名，对我国人口分布研究意义重大。[7] 

总体而言，人口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空间格局及其演变规律、人口迁移流动趋势以及人口分布演变的驱动因素等方面，

认为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与发展机会是影响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交通、教育、医疗的改善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对促进人口集

聚作用显著。[5][8]-[10]对于经济分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要素的空间分布、产业集聚现状以及对区域差异的影响等方面。研究

发现，区位条件、产业结构、市场机制与政府政策是影响要素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9][11][12] 

第二，成渝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渝地区是西部地区产业基础最好、经济实力最强、发展潜力最大的优势区域之一，也是长

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战略重点建设的城市群，从城市经济关联看，经济意义上一体化的成渝城市群已基本形成。
[13][14]

然而，

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三大城市群相比，成渝地区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区域内部的城市间发展差距也更加显著，[15]成渝

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集疏格局明显，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存在产业结构趋同倾向、市场一体化进程缓慢、成渝两大中

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不强、成渝中间地带边缘化风险等问题，[13][16]-[18]在空间格局上，成渝地区城市扩展呈现出以成都、重庆两大

城市为中心的趋势，经济要素空间分布呈“中心—外围”的特点。 

就重庆市而言，人口与经济空间演化呈现出“一圈”高、“两翼”低的特点，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重庆主城区和渝西地区，

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的人口集聚能力较弱；就川渝毗邻地区而言，自重庆直辖以来，川渝毗邻地区重庆区县的人均 GDP 增长速

度快于四川区县，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16][17][19]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成渝城市群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川渝省市的行政藩篱，

城市等级、结构和功能的差异，次级城市与核心城市的空间距离，以及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19]-[21] 

从重庆市来看，人口与经济空间差距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自然条件差异、区位交通因素、区域内经济集聚差异与产业结

构变动；[16]从川渝毗邻地区来看，经济发展差距主要是因为与四川相比，重庆区县更具区位优势，更好地分享了重庆的基础设

施、产业发展和直辖政策的体制优势。[19] 

本文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城市为样本，探究 2009—2018年人口与经济非均衡格局的整体与局部（城市）特征与演变，

并对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研究结论与可能的边际贡献有： 

（1）在理论分析方面，不同于已有文献将劳动力与资本看作市场作用代理变量，将基础设施与公共财政看作政府政策代理

变量的思考，本文从要素禀赋出发，基于新结构经济学思考，认为区域差距是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合力。正如后文分析所述，劳

动力、资本的流动不仅受市场机制的影响，也受政府管理与投资政策的影响。 

（2）在时空演变方面，采用重心、不一致指数以及不均衡指数，从全局与局部（城市）视角考察区域差距演变，发现近年

来区域整体差距有所缩小。然而，四川东部、南部的省界及周边城市，经济集聚明显滞后于人口集聚，一直保持较大的经济差

距，这部分结果是对既有成渝发展差异结论的有益补充。 

（3）在实证分析方面，研究发现劳动力与第二产业是区域差距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体现，这与通

常认为的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更能促进区域均衡格局的结论存在出入，主要是因为成渝地区曾经是三线建设核心地区，近年来

又承接了大量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转移，第二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4)在研究样本方面，有关成渝地区发展差距的研究较少，且部分文献将人口与经济、四川与重庆分开考量，未全面考察成

渝区域差异，由于区县城市是我国政策主体的基本行政单元，本文以成渝区县城市为样本，研究结论更加丰富，政策建议更具

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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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 

本部分探索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的影响机制。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同区域的禀赋要素组合分布不同，自然资源、人力

资源、物质资本、软硬基础设施等禀赋存在异质性，禀赋结构的多维性决定了不同区域经济结构的多样性。[22][23]城市人口与经

济不一致指数，是劳动力与资本要素相对发展水平、聚集程度对比的结果。从本质上讲，是不同禀赋结构聚集经济要素能力差

异的结果，是自然资源、经济社会综合实力较量的结果。 

由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域范围较小，且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东南部，自然环境整体较胡焕庸线西北部更为优越，本文

主要探索禀赋结构中经济社会因素，对人口和经济空间布局的差异化效应。劳动力的空间集聚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人口迁

移决策是迁移获得的收益与迁移的风险、不确定性等成本比较的结果。经济社会因素特别是迁出地与迁入地的预期工资收入差

距，以及实际所能享受的医疗教育、生活服务等差异，是劳动力流动迁移考虑的主要因素。[10][24]因此，劳动力迁移被看作经济

社会综合作用的结果。 

以资本集聚为基础的产业集聚是经济集聚的主要体现。[9]在厂商区位选择理论中，尽管区位布局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如消

费市场、原料市场、交通运输成本、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等，但是合理的厂商选择是预期经济回报最大或经济损失风险最小

的区位。[25]这最终是由区域经济要素禀赋和社会软硬基础设施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因此，与劳动力类似，资本的空间集散是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体现。 

虽然在特定时点上区域的禀赋要素及其结构是给定的，但由于禀赋要素的积累和流动，以及新兴活动涌现的新要素，禀赋

结构并非一成不变。[23]从经济结构看，制造业的特征是生产流程长、分工细，需要的配套投入多，规模经济大。为节约交易费

用，人口和劳动力集中在生产的地方。 

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城市边界随之扩展，分工进一步细化，开始有服务于生活的服务业与服务于生产的服务业。产业结构

从以农业为主转移到以制造业为主，最后服务业的比重也逐渐上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农业向制造业流动，再向服务

业流动。[26]城市最优规模水平，也随着产业结构的不同而变化。由于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依次提高，因此，随

着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区域发展差距会逐步下降。 

此外，人口与经济在空间上的互动积累也会使禀赋结构变迁。在人口迁移常态化趋势下，人口分布在动态演变中呈现向经

济中心集聚的趋势，即经济集聚吸引人口集聚。同时，人口集聚致使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与人口结构优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即人口集聚促进经济集聚。 

在资本与人口循环累积因果作用下，繁荣地区将更加繁荣，落后地区将更加落后，区域禀赋要素结构的优劣势进一步强化，

地区发展差距扩大。当经济要素过度集聚，加剧人口与经济分布失衡，导致经济运行无效率，社会分配不公平和区域贫富差距

扩大等问题时，经济要素会重新迁移流动，选择最优的区位追求收益最大化。 

另外，在我国经济转型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协调者，也会通过行政手段，实施公共政策进行资源调

配，如建设交通网络、完善基础设施，来影响区域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缓解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不均衡格局。[1][9]因此，人口

与经济发展过程是禀赋要素结构变迁的过程，是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的合力，是区域经济社会综合实力较量的结果。 

三、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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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6年出台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②本文选择成渝城市群的 139个县、区、市（以下简称县域城市或城市）作为

研究单元。其中，涉及行政区划或范围变更的，以 2016年为基准，根据行政辖区统一性和数据可得性原则进行了调整。数据来

源于 2009—2018年《四川统计年鉴》和《重庆统计年鉴》，其中，2010年的人口数据来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二）核心指标的构建 

1.区域重心。重心及空间演变直观表征了人口与经济总体分布的动态特征。[5]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1）中，OE、ON 为某属性分布区域重心坐标的经度和纬度，Ei、Ni 为第 i个城市地理中心的经度和纬度，Pi 为第 i个

城市某种属性的量值，n为城市数量。 

2.不一致指数。不一致指数是人口集中度与经济集中度的比值，反映了城市人口与经济集聚水平差异和非均衡状况，衡量

了区域城市间经济空间分布的差异。[11]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2）中，Yit为 t年 i城市的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ppl、GDP分别为人口与生产总值。其中，分子为人口集中度，即

i城市 t年人口占区域当年人口总量的比重；分母为经济集中度，即 i城市 t年 GDP占区域当年 GDP的比重。不一致指数大于 1，

表明人口集中度相对经济集中度较高，反之，则经济集中度相对人口集中度较高[3]。 

3.不均衡指数。为了从总体考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GDP与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性，构建不均衡指数如下[9]： 

 

式（3）中，n为城市数量；Wi、Zi表示 i城市的 GDP与人口占区域总量的比重。不均衡指数衡量了区域人口与 GDP空间耦

合程度：E越小，表明耦合程度越高，分布越均衡，反之，则表明耦合程度越低，越不均衡。 

（三）计量模型 

1.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其中，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

间误差模型(SEM)是应用最多的两类空间计量模型。其表达式如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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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和式（5）中，Y为被解释变量向量不一致指数；X为解释变量矩阵，β为回归系数矩阵；W为空间权重矩阵，WY表

示因变量之间的内生交互效应，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矩阵，Wu 表示不同城市干扰项之间的交互效应矩阵；λ为空间误差自回归

系数矩阵；ε和 u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向量。 

2.空间相关性检验。为考察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使用常见的检验方法 Moran’sI计算：[18][27] 

 

式（6）中， ，Yi 为第 i 个城市的观测值，n 为城市数量，Wij 为空间权重矩

阵。Moran’sI 绝对值越大，表明空间相关程度越高。当 Moran’sI 值大于 0 时，各城市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当 Moran'sI 值

小于 0时，各城市之间存在空间负相关；等于 0则各城市之间无空间相关性。 

3.空间权重矩阵构建。为综合考虑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规模和地理距离对不一致指数的影响，构造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W 如

下[27]： 

 

式（7）中，Qˉi、Qˉj 分别为 i、j 两个城市 2009—2018 年人均 GDP 对数值的均值；dij 为 i、j 两个城市之间的欧式距

离。 

四、人口与经济非均衡格局的演变分析 

（一）基于重心的非均衡格局演变 

人口与经济几何重心及空间演变，直观表征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与经济总体分布的动态迁移特征。如图 1 所示，与

区域中心（106.168E；30.041N）相比，经济和人口重心均偏向于西北部，这表明西部和北部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与经济

高度集聚区；但是,二者并无重叠，经济重心始终偏向于人口重心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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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研究 2009—2018年经济、人口重心迁移轨迹发现：d迁移方向上，经济重心东西最大距离为 3.69千米，南北最大距离

为 1.70千米；人口重心东西最大距离为 2.05千米，南北最大距离为 1.31千米。在迁移速度上，经历了由快而慢进而转快的变

化，2009—2011年最快，2012—2015年较慢，2016—2018年又有所加快。整体上，人口与经济重心迁移范围均不大。 

参照成都与重庆主城区经纬度位置发现，重心波动始终位于这两个核心城市之间。这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成渝两个

核心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地位、优越区位条件密切相关，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的常态局面。人口重心迁移范围小于经

济重心迁移范围，表明人口分布更加固化，这与限制人口流动的约束有关。[24] 

2009—2011 年，人口与经济重心波动最为剧烈，原因在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在国内外复杂多变环境下，经济结构加

大调整。此后，经济社会环境逐渐稳定，重心迁移范围随之变小。2016 年，开始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资本投资的变

动使得重心波动范围又有所扩张。总体上，城市群空间经济格局演变，是城际竞争和合作相互作用的过程。[28]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与经济重心波动范围均较小，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这是因为，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成渝

两个核心城市经济实力雄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无论是经济中心性、物质要素中心性还是服务中心性，均处于经济圈绝对主

导地位，远大于区域均值；
[20][29]

人口也主要集中在成渝两大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决定城市规模，影响城市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
[29]因此，重心演变稳定地以成都、重庆“双城”竞合态势为基准。这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别于长三角城市群与粤港澳大

湾区的重要空间结构特征。 

 

图 1 2009—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与经济重心分布演变 

（二）基于不一致指数的区域城市非均衡格局演变 

2009—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分布呈明显“中心-外围”环状格局：以成都、重庆两个中心

城市为核心区，不一致指数最低，表现为经济集聚显著超前人口集聚，向外呈现不一致指数圈层递增态势。不一致指数仅高于

成渝两个中心城市的第二个圈层，是成渝两个中心城市的郊区以及少数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 

主要包括成都市的郊区和四川省经济发展良好的广汉市、江油市等，以及重庆主城区周边区域和虽然距离重庆主城区较远，

但是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万州区。而位于成渝两个中心城市之间，距离成渝两个中心城市均较远的川渝边界及周边城市，如资

中县、安岳县与遂宁市安居区等，以及位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边界区域的部分城市，如汉源县、仪陇县与古蔺县等，则表现

出经济聚集明显滞后于人口聚集的特征，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塌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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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8年，不一致指数的总体演变呈波动中下降态势。受中心城市辐射影响，2009年以来成都周边城市不一致指数有

所下降，如简阳市，金堂县，眉山市彭山区等。但大多数城市不一致指数变化并不明显，特别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东部、

南部边界地区，也是四川省的东部、南部省界及周边城市，不一致指数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如川东的仪陇县、开江县、渠县，

川南的古蔺县、叙永县、兴文县。 

这表明，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要素逐渐向腹地扩散，中心都市的周边城市经济集聚度增长迅速，且快于人口

集聚度的增加。然而，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部分省界地区，一直是区域中不一致指数最高的地区，经济聚集明显滞后于人口聚

集，经济差距有固化趋势。 

（三）基于不均衡指数的区域全局非均衡格局演变 

为分析区域全局非均衡格局变化，引入不均衡指数，从全局角度表征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均衡状况。[8]从表 1 可知，2009

—2018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与经济不均衡指数整体呈下降的趋势，表明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更加协调。具体地，2009

—2011年，人口与经济从核心区向边缘区快速扩散，不均衡指数从 0.00409迅速下降到 0.00361，区域差异呈缩小态势。此后，

2012年又小幅反弹到 0.00364。2013年之后，不均衡指数从 0.00361下降到 0.00349，区域人口与经济分布差异进一步缩小。 

表 1 2009—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与经济不均衡指数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不均衡指数 0.00490 0.00396 0.00361 0.00364 0.00361 0.00358 0.00356 0.00351 0.00350 0.00349 

 

2009年较高的不均衡指数，是超大城市与超大农村并存、城乡经济结构分离的体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9》数据，成

都与重庆主城区当年已列入超大城市行列。然而，川渝农业人口是重庆主城区与成都市人口的 9 倍，呈现“大城市、大农村”

并存，农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的特征[29]。 

由于户籍制度及管理政策上的差异，我国城乡一直处于相对割裂和独立的形态。一方面，是因为成渝地区城镇化水平逐年

提高，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更加均衡，以及后文实证研究所发现的发展阶段的变化所致，比如产业结

构的升级使得人口加速向中心城市集聚。 

另一方面，也可能得益于国家陆续出台的支持成渝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的相关政策，如 2009年的《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

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 2011年与 2016年国家相继出台的成渝地区规划。总体上，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及

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区域差距有所弱化。 

五、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根据理论分析，用以下指标刻画区域要素禀赋、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不一致指数的影响：[9][11][23]采用固定资产投资占区域均

值的比重(captl)表征物质资本要素，城市常住人口占区域均值的比重(labor)反映城市劳动力要素，资本与劳动是城市经济发

展最重要的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起着内在决定作用。此外，采用第二产业(sec2)和第三产业产值占区域均值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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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sec3)反映城市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对人口与经济的影响。以上指标直观表征了区域经济结构发展状况。 

经济发展需要社会软硬基础设施支持，特别是对生产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支持，采用公路里程数占区域

均值的比重(road)、地方财政支出占区域的均值比(expdt)衡量城市提供公共品的状况。其对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的影响，取

决于基础设施对人口与经济集聚能力的差异，若更利于经济聚集度提升，会降低不一致指数；反之，若更有利于人口集聚度提

升，则会提高不一致指数。此外，采用出口额占区域的均值比(export)反映区域外向型经济对人口与经济的影响。 

（二）空间计量结果与分析 

LM、Robust-LM检验表明，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采用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是合理的。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本文选择空间自回归模型的空间固定、时间固定、双固定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空间固定、时间固定和双固定模型，

并给出面板 OLS估计结果，详见表 2。 

表 2 2009—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不一致指数空间计量结果 

变量 

面板 OLS 面板 SAR模型 面板 SEM模型 

 时间固定 空间固定 双固定 时间固定 空间固定 双固定 

常数 

0.890*** 

(0.106) 

      

captl 

0.004 

(0.022) 

-0.177*** 

(0.065) 

-0.005 

(0.022) 

0.005 

(0.021) 

-0.214*** 

(0.071) 

-0.009 

(0.021) 

-0.007 

(0.020) 

labor 

0.731*** 

(0.082) 

0.620*** 

(0.096) 

0.711*** 

(0.082) 

0.712*** 

(0.077) 

0.637*** 

(0.009) 

0.750*** 

(0.078) 

0.746*** 

(0.074) 

road 

-0.025 

(0.025) 

0.037 

(0.037) 

-0.021 

(0.023) 

-0.021** 

(0.022) 

0.056 

(0.040) 

-0.019 

(0.021) 

-0.020 

(0.021) 

expdt 

0.015 

(0.010) 

0.091*** 

(0.035) 

0.011 

(0.010) 

0.011 

(0.010) 

0.098*** 

(0.037) 

0.012 

(0.010) 

0.012 

(0.010) 

sec2 

-0.262*** 

(0.060) 

-0.412*** 

(0.095) 

-0.250*** 

(0.057) 

-0.251*** 

(0.058) 

-0.398*** 

(0.010) 

-0.248*** 

(0.059) 

-0.249*** 

(0.060) 

sec3 

-0.062*** 

(0.031) 

-0.183*** 

(0.016) 

-0.061*** 

(0.034) 

-0.061* 

(0.033) 

-0.194*** 

(0.016) 

-0.074** 

(0.036) 

-0.073**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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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0.001 

(0.002) 

0.019** 

(0.010)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0.002) 

0.001 

(0.002) 

ρ  

0.100*** 

(0.023) 

0.142*** 

(0.039) 

0.133*** 

(0.015) 

   

λ     

0.184*** 

(0.032) 

0.204*** 

(0.045) 

0.184*** 

(0.048) 

R2 0.758 0.637 0.326 0.517 0.614 0.358 0.522 

logL  2182.4 1740.1 1759.3 2178.3 1747.9 1762.5 

 

注：圆括号中的数据为相应估计量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10%、5%、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从表 2 可知，SAR 模型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ρ与 SEM 模型的空间误差自回归系数λ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不同城市之间的不

一致指数存在显著相关性，构建 SAR 和 SEM 模型是合理的，且对比面板回归结果发现，若忽视空间效应，容易低估各变量的作

用。 

由于 SAR 时间固定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和对数似然值在所有模型中是最大的，说明该模型最优。为进一步准确考察相关变

量的空间效应，运用偏微分方法将不一致指数的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直接效应表示一个城市特定的解释变量对

这个城市自身被解释变量的平均影响，间接效应表示一个城市特定的解释变量对其他城市被解释变量的平均影响。③ 

从表 3 可知，从系数的大小看，劳动力与第二产业是影响区域差距最重要的因素，也是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体现。从系数

正负性看，物质资本、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显著缓解了人口与经济不一致状况，以上变量增加对城市生产总产值占比

的增加有直接促进作用，对城市人口占比变化却没有必然影响，因此有利于降低不一致指数。 

类似地，公路里程数占区域均值比重的上升会降低不一致指数，说明相比于人口集聚，改善交通设施更有利于经济集聚。

与此相对，劳动力要素、地方财政支出占区域均值的比重、出口总额占区域均值的比重则加剧了人口与经济不一致状况，表明

城市医教文卫等财政支出增加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城市人口吸引的影响超过了对产业集聚、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 3 2009—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不一致指数的 SAR时间固定效应分解结果 

效应 captl labor road expdt sec2 sec3 export 

直接效应 

-0.015*** 

(-0.002) 

0.719*** 

(0.083) 

-0.028 

(-0.025) 

0.010 

(0.010) 

-0.252*** 

(-0.057) 

-0.062** 

(-0.014) 

0.001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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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效应 

-0.002 

(-0.003) 

0.109*** 

(0.037) 

-0.004 

(-0.004) 

0 

(0) 

-0.038*** 

(-0.014) 

-0.009 

(-0.006) 

0 

(0) 

总效应 

-0.017*** 

(-0.003) 

0.819*** 

(0.104) 

-0.032 

(-0.028) 

0.010 

(0.010) 

-0.290*** 

(-0.066) 

-0.071** 

(-0.019) 

0.001 

(0.002) 

 

注：圆括号中的数据为相应估计量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10%、5%、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从直接效应看，劳动力要素、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物质资本要素均会影响区域差距，并通过了至少 5%的显著性

水平检验。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资本与劳动水平是区域发展最重要的要素禀赋，一个城市的人口基数越大，物质资本投资

越多，在给定时点上可用的资源就越多，经济增长的潜力就越大[22]。 

在资本方面，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中央财政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资金补助。特别是 2011年《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

与 2016年《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公布实施后，成渝地区因势利导在先进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投资急剧增加。 

在人口方面，近年来，成渝地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逐年增加。在 2008年，重庆开始试点实施地票

交易制度，用市场化机制盘活农村建设用地存量，进一步推动了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综上，资本与劳动力对不一致指数影响

显著。 

第二产业比重与第一产业比重的直接效应回归系数均为负数，分别为-0.252与-0.062，且均达到 1%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

随着成渝地区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优化，区域差距有所缩小。从回归值看，与理论预期不符，第二产业比第三

产业对均衡格局的促进作用更大。 

这与要素禀赋结构有关，成渝地区曾经是三线建设核心地区，有许多资本与技术密集的国防安全型、战略性新兴产业，也

有许多利用三线建设积累的技术、资本与产业链的比较优势，发展壮大的像绵阳长虹电器、重庆摩托车生产基地等的第二产业。

另外，也与在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大背景下，近年来成渝地区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积极承接中部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第

二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有关。 

从溢出效应看，仅劳动力要素、第二产业比重两个变量的间接效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现阶段，成渝地区经济变量之

间主要表现为地区内溢出效应，地区间溢出效应还较小，且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与第二产业方面。 

在交通设施日益完善与区域收入差距依然存在的背景下，劳动者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地区间、产业间愈加频繁地流

动，对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二产比重每提高 1%，周边城市不一致指数将下降-0.038%。 

其原因在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成渝地区第三产业比重整体上大幅度提高，尤其是成都市和重庆主城区的服务业

已经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向周边地区转移，比如成都的纺织服装制鞋业向乐至县、安岳县转移，这

有效缓解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最后，公路里程数比值、政府财政支出以及外向型经济、对不一致指数的空间总效应较小，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通常

认为，交通设施与社会公共福利的完善，有利于降低物质和人口的交通运输成本，其对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的影响，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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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口与物质集散度影响的差异。 

公路里程数比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可能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且在交通运输中以公路建设为

重点有关。多年来以公路为重点的交通先行建设，导致成渝地区各城市公路设施水平差异并不显著。外向型经济系数估计值不

显著，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大多数县域城市为内向型经济，经济发展的内源动力大于外源动力。 

（三）稳健性检验 

对比面板 SEM 时间固定模型与面板 SAR 时间固定模型回归结果发现，各个变量参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没有发生改变。此外，

为了防止使用单一解释变量导致结果的偏颇，采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替代

变量，再次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④。所有变量正负方向与之前分析一致，尽管公路里程数显著性水平有变化，但是各变量相对作

用的大小没有改变，说明整体结论稳健。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 2009—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县城市为样本，对人口与经济分布格局演变进行研究，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

角，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探究其影响因素。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力量对比，带来区域人口与经济重心演变。2009—2018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与经济

重心波动范围较小，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这主要是因为，成都和重庆人口规模效应显著，经济实力雄厚，远大于区域均值，

重心演变主要以这两个“双核”城市竞合态势为基准。这既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别于长三角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

空间结构特征，也是国家战略从成渝城市群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转变的主要依据。 

第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高不一致指数城市周边集聚着高不一致指数城

市，低不一致指数周边集聚着低不一致指数城市。整体上，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分布呈“中心-外围”环状格局。作为核心区

的成都与重庆经济聚集显著超前于人口聚集，而距离这两个中心城市均较远的川渝省界，以及四川东部、南部的省界及周边城

市，经济集聚滞后于人口聚集。2009—2018年不一致指数总体演变呈波动中下降态势。 

第三，理论分析认为，人口与经济发展过程是禀赋要素变迁的过程，是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的合力，是区域经济社会综合

实力较量的结果。驱动因素研究发现，随着物质资本、基础设施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区域差距有所缩小。整体上，内向

型经济比外向型经济对人口与经济分布格局影响更大，劳动力与第二产业是影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差距的主要因素，也

是城市间溢出效应的主要体现。对比面板回归结果发现，若忽视空间效应，容易低估各变量的作用。 

从实践上看，以行政区经济为普遍特征的经济形态格局是约束我国要素流动的重要因素，也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主要

障碍。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税、户籍等公共政策对人口、经济等要素流动进行限制，使得区域差距难以缩小。[3][4][19]据此，本

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牢固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缓解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行政区经济约束，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联动机制。川渝省界及周

边城市发展差距较大，区域政策要有助于打破要素流动受制于行政区边界的格局，根据市场原则与比较优势原则制定产业政策，

减少对竞争性产业的管制，通过充分竞争改善经济运行“碎片化”状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4][30] 

根据实证结果，交通设施、外向型经济与财政支出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还比较有限，要大力完善交通网络，促进交通发

展与产业、人口分布相适应，推动城市互联互通与要素流动；增加公共财政中社会保障部分的支出，引导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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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口与经济协同发展提供良好的软硬基础设施条件。[9][23]利用“一带一路”经济区建设以及成渝地区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

高地的通道，发挥外向型经济对要素集聚的促进作用。 

第二，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突出成都与重庆两个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构建以双核为中心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格局。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和载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与经济分布，呈现以成都、

重庆“双核”为中心的格局。 

区域政策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增强中心城市的人口与经济承载力，也要因势利导、加快整合成渝地区欠发达的中间地带

和边界地区。根据实证结果，应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特别是促进第二产业与劳动力的流动，充分发挥二者的空间溢出

效应，带动周边城市发展，跳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集中连片的困境。 

注释： 

①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于 1935年在《论中国人口之分布》中提出黑河（爱辉）—腾冲一线，将我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人口疏

密悬殊的两部分，东南地区人口密度较大，以 36%的国土居住着 96%的人口，西北地区人口稀少，占国土 64%的面积上，其人口

仅占全国的 4%。 

②2020 年 1 月 3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指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由于尚未明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区域所囊括的具体城市，本文将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作为研究范畴，

具体规划范围为：重庆市的万州、渝中、黔江、长寿、永川、江北、沙坪坝、铜梁、南岸、璧山、綦江、大足、渝北、巴南、

涪陵、江津、合川、大渡口、南川、潼南、九龙坡、荣昌、忠县、梁平、丰都、垫江、北碚等 27个区(县)以及开县、云阳的部

分地区，四川省的自贡市、泸州市、广安市、德阳市、绵阳市(不含北川县、平武县)、遂宁市、乐山市、南充市、眉山市、成

都市、达州市(不含万源市)、宜宾市、雅安市(不含天全县、宝兴县)、资阳市、内江市等 15个市。 

③本文将“直接效应”与“地区内溢出效应”以及“间接效应”与“地区间溢出效应”或“空间溢出效应”等同使用。 

④因篇幅所限，相关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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